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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分析论纲

———兼论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

岳天明

(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社会变迁的实体在于社会及其结构，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总落脚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体

及其文化上。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学理上探寻社会变迁及
其与民族视角分析的契合点，在探析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分析的意义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分析西北民族

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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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间人口流动的普遍化和规模化，族体

特征的完整性保持变得异常困难
［1］。如今，民族

问题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民族以不

同的形式影响着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对于他们而

言，社会变迁可能有着不同的结果和意味［2］( P． 2)。
就中国的整体状况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

进程较为缓慢，变迁的范围较为狭窄，变迁的内容

较为单一，变迁处于较为浅显的层面［3］。笔者认
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既具有一般社会转型的特

征，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与特征［4］( P． 398)。
本文试图在学理上探寻社会变迁及其与民族

视角分析的契合点，试析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

分析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西北民族地区社

会变迁的基本特征。在笔者看来，与此相关的议题
应该属于“我国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战略性、
全局性问题的前瞻性研究”［5］，对其展开分析和探
究无疑是对中国民族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积极回

应，而且也有助于民族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提升。

一、社会变迁及其与民族视角分析的契合点

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和性质使社会变得

越来越不确定
［6］( P． 286) ，社会变迁研究早已成为社

会学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变迁的实质在于社会
结构的变迁，所以社会变迁的实体在于社会及社会

结构。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
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既指社会变

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因此，一方面可
以认为，社会变迁是指向社会本身或社会结构的具

有某种明确特征的改变，不管这一明确特征是一种

规范还是关系
［2］( P． 4) ，都是作为整体性的事实陈述

而非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与发展的概念一样，社会

变迁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属性的整体性概念，很难有

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迁模式或惟一道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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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同民族各自的变迁、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密不
可分的总体性问题，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
［7］( P． 25)。
社会生活取决于社会环境。英国人类学家

T. K. 彭尼曼指出: “如果不研究种族和文化借以
发展的媒介———环境，那么对种族和文化的研究将
是不完整的。”［8］( P． 201)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和
考察总是以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为基本的切入点，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解释社会变迁的实际［9］( P． 97)。
于是，人们的观念、欲望、动机和意志都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社会变迁

［10］( P． 350)。费孝通说得更为直接
和到位。费孝通指出: “真正的社会转变就是人的
转变。”［11］( P． 6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铭铭指出:所
谓“变迁指的是一个族群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过
程中，新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介入所造成的传统

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12］( P． 198) 美国学者
奥格本指出:“文化的物质器械有时可以脱离人类
而存在，尚能想像，至于人类可以脱离文化而存在，

便很难想像了。事实上人类与文化是同时发生
的。”［13］( P． 8)克利福德·格尔茨也非常相近地指出:
“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
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14］( P． 62) 以色列学者
耶尔·塔米尔指出:“不存在什么独立于环境的人
类本质。人类是在与文化的紧密互动中发展起来
的，他们是‘未完成的动物，他们将通过文化———
而且不是一般的文化，而是高度特殊的文化形

式———来完成自己’的。”［15］( P． 4)

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之网和象征体

系，社会的互动必须依据文化而发生，而社会结构

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

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所以，文化和社会结构
不过是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在考虑社会成
员的社会行为时，是从社会行为对于行为者的意义

的角度来考虑文化的，而社会结构是从对于特定社

会体制功能的促进的角度来加以考虑的
［14］( P． 177)。

如此，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就落脚于社会结构，进

而落脚于对文化的分析。作为民族发展的要素，也
作为民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及其互动是一个

普遍存在于异文化之间的动态的过程，而且也是一

个可以无限延续的过程
［7］( P． 150)。克利福德·格尔

茨甚至更为直白地指出:“社会的形态即是文化的
实体。”［14］( P． 36)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对于社会变迁
进行民族视角分析的耦合点。

二、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分析的意义

在近百年的汉语使用中，对民族的定义始终没

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仔细体悟民族作为“稳定的
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的语言、传统文化、民族心
理素质、民族认同等特征要素无不属于文化的范
畴，并在文化的框架内得到了理解和说明，这样的

思考路径也与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相一致，那

就是“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民族问
题”［16］( P． 26) ，这种理解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路客观
上已经被一些西方国家所采用。
社会变迁时时存在，每一个做过实际调查的学

者都对此熟知，他们没有理由对社会变迁的存在表

示怀疑。笔者认为，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的分
析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视角就是文化的视角和生活的视角，对于

西北民族社会来说，民族视角也是一种现实的视

角。民族的视角不仅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相一致，而
且也与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取向相统一。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指出，西北民族社会在经

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双重挤压困
境”［17］( P． 146)。当我们把西北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
立的单位和场景提出来并对其展开集中研究时，其

间自然渗透着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取向，即西北社会

和非西北社会“自然的”乃至于“非自然性”的区
分，也许二者之间的“非自然性”才是问题的根本
和关键点。我们认同历史上业已形成了的而且很
难得以消解的“自然性”的区分，而对西北社会和
非西北社会之间的“非自然性”的区分则存有难以
释怀的心绪。从“自然性”出发，我们自然要强调
民族的视角;从“非自然性”出发，我们也必须强调
民族这一视角。因为只有这样，人们对于西北社会
发展的低成本路径问题、发展的独特性问题、发展
的代价及其支付等相关问题才会达成认识上的一

致和统一，也只有在意民族视角的前提下，才能对

已有的理论预设和定型的话语存有敏感的追问，才

能在看清楚现象记录和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有望建

构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如此，才能从底层 ( 基
层) 学术中发现和凝聚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根本动

力和民众力量。从学理的角度出发，社会变迁的民
族视角的分析意义才会凸显出来。
社会变迁的事实性陈述无法也不可能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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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日常生活排除在外。既然“在复杂的社会
中，人群已被多重的深层划分纵横切割，每一部分

均有其亚文化”［6］( P． 303) ，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
和交流就成为必然。人们对于文化互动的理解也
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简单来说，这个过程就是
从“单向倾透和兼并”到“双向采借和融合”的过
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互动中相关民族的地位
对等，实质上就是当事各民族对对方的作用与反馈

不可忽视，都得通过调试去达成动态平衡”，这必
然是“一种正视交互作用与反馈的地位对等关
系”［7］( P． 153)。然而，理论上的分析与现实中的情况
毕竟存在出入，惟其如此，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

学科不仅需要在意“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其整
体的视野理解世界各地的民族”，而且必须在意多
民族国家内的不同民族及其日常生活。只有这样，
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有更好的资质和材料去解决

对整个人类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为了防止威
廉·A. 哈维兰所说的“我们有太多的人不足以应
付在现代世界生存的许多要求”［18］( P． 30) 的现实，必
须进行有关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分析，只有如此才

能够更深地理解社会变迁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并

存性
［18］( P． 165) ，以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变迁，自然

会“尊 重 其 他 民 族 的 尊 严 和 文 化 的 完 整
性”［18］( P． 468) ，避免在文化互动过程中，一切民族对
外族文化的系统性的排抗状态。
马戎在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民族社

会学的研究时指出，国内的民族研究一般来说往往

针对一个民族本身而缺乏对于民族之间关系的分

析，这与西方注重现实社会问题，将研究民族问题

的重点放在多民族社会中的民族关系上的现状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16］( P． 39)。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未

尝不是国内相关研究和研究者回避中国现实的民

族差异、民族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民族问题的
某种表现，究其原因，大概与我们多多少少地缺乏

对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的分

析不无关系，而对于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的分析不

能不以鲜活的民族社会文化进入研究者的视阈为

基本前提。这样一来，如果我们透过社会变迁的理
论表述对其意义和其他宏大叙事进行阐释，那么理

论的视角必然会触及和关注人们的日常行为层面，

必然会驻足于特定生活方式下人们的生活、经历和
思考，如此才能凸显和重视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世

界，这也是民族学研究的人道性［19］和社会学研究

的人性关怀
［20］( P． 26)
的体现和基本要求。

以民族的视角分析社会变迁，自然渗透着对业

已分割成不同部分和不同类型的社会世界的平等

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个隐藏着的镜头，透过它才

能将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和表述置于我们研究的

特定民族生活的事实水平上
［21］( P． 290)。也就意味

着，这样的研究并不是对于抽象的经济、抽象的文
化和抽象的人的研究，而是对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

人、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社会变迁道路的深入
理解。可以说，一个成功的社会变迁的理论分析得
益于它通过对话过程和生命关照所揭示理论的内

涵和现实的折光，并在这两者之间往返穿梭直至游

刃有余。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的分析类似于“柔
和的聚焦”［22］( P． 145) ，它要求我们在深刻洞悉分析
对象及其所处背景的基础上，广泛关注和设法关涉

其延存的背景和前景。它强调视觉的广度，因而是
一种开放性的视角; 它在意现状的形成轨迹，因而

具有反思和批判的意味; 它既试图竭力捕捉整体，

也欣然接受和认同那些被称做文化的共有的理解，

因而是一种整体的有广度的视角。
社会变迁虽然是一个中性概念，但由于人们总

是从保障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考察，

所以人们关注社会变迁总是意欲积极引导其进步

的方向。借用英国学者弗思的观点，如果说我们的
研究尚且缺乏打开发展之门的钥匙的话，我们试图

能够争取找到点润滑油涂在门的合页上，这种努力

通过借助于以民族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变迁得到表

征，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对产生困难的原因作

出基本的分析。以民族的视角分析社会变迁，可以
尽可能地避免“实际调查研究只是限于时间过程
中的一个片断”［13］( P． 443) 的静态分析，使分析更加
符合实际情况，也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对于社
会和文化变迁的民族视角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西

北民族社会的重要任务。

三、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

纵而观之，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特征

较为明显，我们分别从社会变迁的起点、进程、动力
和任务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 一) 社会变迁起点的落后性

诚如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所指出的那样，
历史的因素是非常强有力的因素

［23］( P． 182)。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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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政治因素

和经济因素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具有制约作用。
在封建制度占据支配地位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在
制度模式上，长期保留某种可以辨认出来的相似

性”［24］( P． 100) ，封建的经济结构处于一种“超稳定状
态”［3］。在后来缓慢且漫长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
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落后的经济水

平和不再适合新时代要求的传统观念 ( 包括政治

观念) 使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发展遇到了多

重阻力，面临“双重挤压困境”。
所以，不管以怎样的视角和标准来分析西北民

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现状，若与同时期其

他地域的社会变迁相比较，总是具有发展的落后性

和低起点性。
( 二) 社会变迁进程的迟缓性

“文化互动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实质是一种界
面效应作用下的民族发展。”［7］( P． 160) 西北民族地区
农村社会变迁起点的落后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其变迁进程的迟缓性。在一般情况下，“在正常时
期，农民社会的变化是很缓慢的，一种新事物在那

里只有看起来不再‘新’的时候，才真正被接受了，
因为那时它已经并入了既存的系统。”［25］( P． 35)

只要社区缺乏改变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的动

力，它的文化就会凸显出永恒不变的态势［26］( P． 83)。
因为，社会变迁和文化是有直接关联的，更有西方

学者直接以文化变迁来取代社会变迁。文化的启
蒙和经济的推动是任何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文化

本身作为一个不断的创造过程，必须持续地吸收并

转换新的相异的因素
［21］( P． 80)。如今，虽说“原有的

基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隔离而形成的地理单元被打

破，山川地貌等自然因素在族际交流和互动中的阻

碍作用会越来越小”［27］，但西北民族农村地区的区
位特点决定了它和其他社会单元发生信息互动的

可能性较小、频率较低，这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
交换，从而造成原有社会结构中文化要素的“堕
性”或变迁过程的“路径依赖”，而每一个结构要素
的自组织和不断自我完善的特性势必会形成或者

在此基础上力图维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均衡

状态。
笔者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和积石山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作调研时，通过年长的老人
们了解到，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的自然环境、居住格
局、生活样态在几十年来基本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
化，他们一致承认，自己基本重复着旧有的生活方

式。虽然拉德克利夫 －布朗告诫人们，“老年人可
以询问他们亲眼所看见的变迁，固然他们的陈述必

须极慎重地加以应用，而且采取严格的批评方法，

以去伪存真”［28］( P． 186)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
该过多地对老人们的陈述抱有怀疑的态度。可以
说，从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实际

看，突出地表现出无明确取向的自然进化式变迁、
以温饱为基本需求焦点的低层次变迁或者有生活

场景而缺乏生存质量突破的民族社会结构的再复

制，从而使西北民族社会变迁呈现出与其生存环境

演化的同步性特征，迟缓性甚至反复性成为西北民

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突出特征。关于这一点，下
表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佐证。

东乡县坪庄乡卫生院历年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张

年度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3

医疗人员 4 3 2 3 3 3 2 3 3 4 4 3 3 4

护理人员 2 2 2 2 1 1 1 1 1

合计 4 3 2 3 5 5 4 5 4 5 5 4 4 4

床位 1 1 1 1 1 1 1 1 2

资料来源:秦臻、马国忠主编《东乡族———甘肃东乡县韩则岭村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第 263 页。

比如，东乡族农业生产的历史可上溯到明代，

但至今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仍然十分落后，

“仍以杠子、犁头、镢头、铁锨、木锨、木杈、榔头、连

枷、石碾和石磨为生产工具，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
东乡地区有耕地 43 万余亩，其中水地 6700 亩，仅
占耕地总面积的 16%，粮食总产量 1150 余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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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平均亩产仅 45 公斤 ( 粮食播种面积 25 万余
亩) ，人均占有粮食只有 110 余公斤”［29］( PP． 27 ～ 28)。
从整体来说，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各地区、各群体中
的表现是不均衡的，其中，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
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非常突出，就西北民族
地区农村社会来说，更具有发展的迟缓性。
( 三) 社会变迁动力的模糊性

从理论上说，“一个社会发生变迁，出于两种
力量———内在的和外在的。”［13］( P． 443) 如果社会系
统成员在几乎没有外界影响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和

发明新的思想并在系统内部得以推广，则属于内在

动力作用的结果，可以称之为内发变迁; 而社会系

统之外的新思想被传送进来，也可以引发社会变

迁，可以称之为外引变迁。
我们不能过于笼统地谈论社会 ( 尤其是民族

社会) 发展的动力问题，而应该对我们的着力点有

所自觉
［30］。一般来说，当促成社会变迁的外在力

量能够融入原有的文化结构时，就会产生极大的变

迁促进。“如果有可以和传统模式想融合或联合
的新形势，那么它就比没有任何联系的时候更有可

能被接受。”［2］( P． 185)对于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来
说，一方面，民族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水平还很难

适应民族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文化的保

守性造成了作为社会变迁中介的人的“价值困
境”，从而使民族文化结构严重缺乏现代理性因素
的冲撞，对任何在实质上不同于传统的新思想、新
行为和新事物缺乏主动接受的意志，造成变迁的内

在动力的不足
［3］;另一方面，在西北民族地区农村

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促使民族心理发生变化的种种

机制和外部效应被人为地割断了，所以，虽然在西

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的启动和运行中，外在动

力显得相当重要
［17］，但相对而言，其成员不愿意接

受新经验，不愿意同外界进行广泛的接触，致使他

们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反过来又强化

了旧有的模式。如果一个社区的居民最容易接受
的是那些和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相似的促进因

素
［18］( P． 452) ，那么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对于包括

组织和制度力量、政策和法规力量以及城市和市场
力量等在内的外部发展动力的反应则相对不敏感，

从而造成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动力的模

糊性。
( 四) 社会变迁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社会变迁的以上特征决定了西北民族地区农

村社会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西北民族地
区社会结构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板块式”的组
合，社会各单元、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同一性，联
系极为松散，社会的整合程度很低［31］( P． 99)。因此，
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比东部和汉族地区更为

复杂，面对日益“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32］( P． 90) ，
民族地区日益表现出对远距关系( distanciated rela-
tions) 的地域性情境［32］( P． 95) ，各民族要求发展的愿
望被不断激活，而变迁和发展问题却只能一步一步

地得到实实在在的解决，即便拥有西部大开发的历

史机遇，西北民族地区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顺利推

进也是长期的历史任务，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省的东乡族、保安族、撒

拉族等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

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直线的，而是有反复的。
在传统社会，行政势力和宗教势力在社区层次上是

并存的，而在最基层主要由家族势力支配着人们的

社会生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行政权力占据了绝
对的地位，直至在一个阶段消除了宗教势力，解散

了家族组织。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组织不再包揽一
切地方事务，宗教势力开始恢复，并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家族组织和邻里组织也重新发挥部分功

能。”［3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
会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 五) 社会变迁方向的可引导性

如果接受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就会把现代化

理解成一个历史的过程，“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要实
现现代化发展的惟一途径，就是西方化或照搬西方

模式”［34］( P． 71)。顺此，自然得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
“模仿性”特征［35］( P． 154) ，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分
析，则会认为民族社会具有发展方向上的可引导

性。依据塞维斯的“进化潜势法则”，一个将其所
拥有的一切潜力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的民族，它的

可塑性必然是处于极低的状态，它在社会变迁道路

上的潜力会越来越小
［35］( PP． 139 ～ 140)。笔者认为，由

于种种原因，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的潜力仍

有待挖掘。
当今世界上的民族，不管多么不发达，都与其

他文化有着某种积极的联系
［13］( P． 450)。在多元化的

文化环境中，频繁而密集的文化交流在不同时代可

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36］。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

展的落后性决定其总有早发性社会变迁存在，由于

现代社会变迁中的规律普遍适合于各种社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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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结合民族特色与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已有

社会变迁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东部地区和汉族地区

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进程积累的有用的经验为借

鉴，积极引导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和

方向，并尽可能吸取其现代化的教训，尽可能地少

走弯路，少犯错误，降低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

迁中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和变迁无序等成本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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